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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东都洛阳履道坊白居易宅院出土
经幢研究

韩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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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cavation of the residence of Bai Juyi (772-846) at Lüdao Ward in Luoyang, the 

eastern capital of the Tang Dynasty, unearthed many inscribed stone fragments, the two among which with 
characters “Dahe jiu nian (the ninth year of Dahe Era, 835 AD)” and “Kaiguo Nan Bai Juyi zao ci Foding 
Zunsheng Dabei (the Dynasty-founding Baron, [whose name is] Bai Juyi, makes this Usnisa Vijaya and Maha 
Karuna…)” were that of the same hexagonal sutra pillar, which was a Dharani pillar popular in the Tang 
Dynasty. Two Buddhist scriptures were inscribed on this pillar, the first one of which was the Foding Zunsheng 
Tuoluoni Jing (Usnisa Vijaya Dharani Sutra) and the second one was the Dabeixin Tuoluoni Jing (Nilakantha 
Dharani Sutra), both were mantras. According to the texts, transliterations and punctuations, it could be estimated 
that the originals of the stone pillar inscriptions of Bai Juyi’s residence was the version ratified by the Western 
Vinaya Cloister of the Fuxian Monastery in the eastern capital, and the master copy of this version was the 
Usnisa Vijaya Dharani Sutra translated by Divakara. The Dabeixin Tuoluoni Jing (Nilakantha Dharani Sutra), 
whose full title was Avalokitesvara Padma Jala Mula Tantra Nama Dharani Sutra,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Bhagavaddharma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most popular version of this dharani sutra consisted of 84 sentences, 
but the Dabeixin Tuoluoni Jing found in Bai Juyi’s residence consisted of 78 sentences, showing that it was an 
earlier version.

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53岁

的白居易杭州刺史任期届满后，被皇帝召

为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宦海沉浮多年的

他，开始了“吏隐”生活，“老爱东都好寄

身，足泉多竹少埃尘”[1]，并于同年秋在洛

阳购买了宅院。宅院位于履道坊西北隅，是

“故散骑常侍杨凭宅”。此后白居易又短期

外任。至大和三年（公元829年）， 58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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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回到洛阳履道

坊宅院，“往时多暂住，今日是长归”[2]。

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生活期间，正值文宗、

武宗党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唐王朝统治者内

部矛盾重重，斗争异常尖锐，牛李党争十分

激烈，朝政愈加混乱。白居易和牛僧儒、李

宗闵的关系均十分密切，易被牵连，他害怕

卷入党争的旋涡，故欲远身避害，隐居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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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其主动选择。陈寅恪先生对此有精辟的

论述：“盖乐天既以家世姻戚科举气类之关

系，不能不隶属牛党。而处于当日牛党与李

党互相仇恨之际，欲求脱身于世网，自非取

消极之态度不可也”[3]。

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白居易在

《序洛诗》中真实地记录了晚年生活，“自

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

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它

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

乐不暇”[4]。大和五年秋初，白居易60岁时

其独生子阿崔不幸夭亡，对他来说是巨大

的打击，“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后传谁庇荫

谁”[5]。祸不单行，同年七月二十二日，最

知心的友人元稹也病逝。这些变故给白居易

精神上很大的打击，坐禅斋戒成为唯一的自

遣方式。

白居易在洛阳经常与佛寺高僧往来，

“僧至多同宿”[6]，并虔心钻研经典，身体

力行地礼佛参禅。“从此始堪为弟子，竺

乾师是古先生”[7]。他不但“栖心释氏，通

学小中大乘法”[8]，而且不断施舍，“凡为

文，动关教化，无不赞美佛乘”[9]。大和六

年，白居易将为友人元稹撰写墓志铭所得

“谢文之贽”六、七十万钱重修龙门香山

寺。八年后，舍俸钱三万，画西方世界一部

和弥勒上生图一帧，又出资为香山寺新修经

藏堂，“于诸寺藏外杂散经中，得遗编坠

轴者数百卷帙，以开元经录按校之”。经

增补，藏进“合新旧大小乘经律论集，凡

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护焉”[10]。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唐代宗大力

推行下，超越了宗派，成为佛教界最为通

行的经典。白居易对于流行的《佛顶尊胜

陀罗尼经》有深入了解，“镶罪集福，净一

切恶道，莫急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凡三千二十言”[11]。他还在《东都十律大德

长圣善寺钵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记》中写

道∶“陀罗尼门有《佛顶咒》功德，事具

《尊胜经》……及临尽灭也，告弟子言：

‘我殁后当依本院先师遗法，勿塔勿坟，唯

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幢，寘吾茶毗之

所。吾形之化，吾愿常在，愿依幢之尘之

影，利益一切众生，吾愿足矣’。今院主上

首弟子振公，洎传法受遗侍者弟子某等若干

人，合力建幢，以毕师志。振辈以居易辱为

是院门徒者有年矣，又十年以还，蒙师授八

关斋戒，见托为记，附於真言，盖欲以奉

本教而满先愿，寻往因而集来果也。欲重

宣此义，以一偈赞之。偈云：‘幢功德甚

大，师行愿甚深。孰见如是幢，不发菩提

心？’”[12]。对于刻石建幢，他认为“其功不

朽，其义甚深。故吾谓石经功德，契如来付

嘱之心”[13]。 

1992～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洛阳唐城队对履道坊白居易宅院遗址进

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和发掘，发现的遗迹

有宅院、庭园、水渠、作坊、道路等。结合

有关文献记载和白氏诗文，推断此处就是白

居易的宅院遗址。“考古发掘基本搞清了白

居易宅院的平面布局，其北部为两进式的宅

院，南部为园林‘南园’”[14]。在“南园”出

土的残石经幢，弥足珍贵。经幢为六面体，

六面均刻有楷书汉字, 其中一至三面刻《佛

顶尊胜陀罗尼》的咒语，四至六面刻《大悲

心陀罗尼》的咒语及题记。题记部分有“唐

大和九年 开国男白居易造此佛顶尊胜大悲

心陀罗尼 ”文字，这为白居易宅院的归属

和时代提供了直接的文字证据。

经幢的发现受到学界的关注，对于经

幢中咒语的版本，引起了一些争论。温玉成

认为白居易所造的《佛顶尊胜陀罗尼》，就

是依据“罽宾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的译

本，由“东都福先寺西律院”所勘定的“定

本”；《大悲心陀罗尼》最流行的是伽梵达

磨的译本，白居易采用的译本大体上与此本

相同[15]。而王振国认为中晚唐时期洛阳经幢

所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真言》多为福先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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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院勘定本，属地婆诃罗所译《最胜佛顶陀

罗尼净除业障咒》之咒。因此推测白居易幢

所刻《佛顶尊胜陀罗尼咒》可能也是地婆诃

罗的译本，他认为白居易幢所刻《大悲心陀

罗尼》仅存77句，无法判明该本之所属[16]。

2014年出版的《隋唐洛阳城（1959～2001

年考古发掘报告）》[17]，全文刊发了白居易

经幢残存的文字，并附有拼接的拓本，为经

幢版本的研究提供契机。本文拟围绕咒语的

版本等有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诚望各位方

家指正。

一

经幢出土于白居易宅院遗址“南园”的

宋代文化层中。青石质，残存幢石两块，均

为幢身，编号LT45②∶18和LT45②∶22。

其中LT45②∶18虽遭破坏，但形制尚保存

较好，幢身作六面体，均有刻文。其中，

第一、三、五面均宽16.5厘米，第二面宽15

厘米，第四面宽16.7厘米，第六面宽15.5厘

米。每面残存高度不一，第一面残高24～29

厘米，第二面残高18.5～23厘米，第三面残

高17厘米，第四面残高31厘米，第五、六面

残高均为28.5厘米。幢身底端有一个圆榫。

很显然这是幢身最下端的部分，其下连接幢

座。

LT45②∶22残块较小，仅存第一面、

第六面少量刻文，残高8～12厘米，属于幢

身上端的一部分。LT45②∶22首行残存三

字，据原经文可知上面残缺一字，结合位

于下端的LT45②∶18，可复原幢身高度大

于90～100厘米，如果原刻有幢额与佛像装

饰，则高度可能在120厘米以上。六面柱

体的幢身，只是经幢整体的中间部分。它

的上面应有幢顶，下有幢座，今已无存。

LT45②∶18六面皆刻文。发掘报告中认为

经幢“刻文由经名、经文和题记三部分组

成”[18]。关于经名，发掘报告中并没有指明

其位置。在LT45②∶22第一面首行保存有

“顶尊胜”三字，据笔者推测报告中所谓的

“经名”可能就是指“顶尊胜”三字所代

表的部分。“顶尊胜”三字是“佛顶尊胜

陀罗尼经”的残存部分，应为经名。同样

LT45②∶18第四面的《大悲心陀罗尼经》的

前面也应有单独一行，刻文没有保存，根据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语部分前面一行刻

经名，可推知此行应是《大悲心陀罗尼经》

经名的位置。

幢名在题记中出现。“开国男白居易造

此佛顶尊胜大悲心陀罗尼经□ 幢 □”一句中，其

中“佛顶尊胜大悲心陀罗尼 ”就是幢名的

残存部分。“尼”后面还可能有“经幢”二

字。

发掘报告中所谓的“经文”即咒语，就

是梵文音译部分。清代学者叶昌炽认为唐代

经幢“单刻咒者，不过十分之一。至唐末尚

然”[19]。观察该经幢，属于“单刻咒者”。

其中第一面至第三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

经》的咒语，第四至第六面刻《大悲心陀罗

尼经》的咒语。

发掘报告所说题记，就是LT45②∶18和

LT45②∶22 第六面的三行小字部分。残存的

文字云：“唐大和九年 开国男白居易造此

佛顶尊胜大悲心陀罗尼 及见幢形、闻幢名

者，不问胎卵湿化，水陆幽明 悉愿同发菩

提，共成佛道”。此部分“记赞在下”[20]，

叙述造幢的时间、目的、造幢人的籍贯、官

职等。

题记中记“开国男白居易造此”幢，可

明确两点。一是指明此幢由白居易建造，二

是当时白居易的封爵为“开国男”。可惜经

幢题记中“开国男”前面文字缺失。在《东

林寺白氏文集记》中有“太和九年夏，太子

宾客晋阳县开国男太原白居易乐天记”的题

记。查阅史料可知白居易在大和五年至大和

九年九月封为晋阳县开国男，“（大和九年）

十月二十三日，除太子少傅分司、封冯翊开

国侯”[21]。所以造此幢时间最迟不晚于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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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十月，很可能就在大和五年以后。题记

中“开国男”前可补“晋阳县”。

“盖闻怀罪集福，莫急于尊胜陀罗尼、

大悲心真言”[22]，丧子逝友的白居易造“佛

顶尊胜大悲心陀罗尼”经幢，其目的就是

“为亡故亲人而修功德”[23]。讲求功德是白

居易晚年的佛教追求目的之一。他在自述

重修香山寺之目的时，称“凡此利益，皆

名功德。而是功德，应归微之（元稹）。必

有以灭宿殃，荐冥福也”[24]。经幢具有超荐

亲人或亡者的作用，也正适合于白居易丧子

逝友的处境。经幢题记中“及见幢形、闻幢

名者，不问胎卵湿化，水陆幽明……悉愿同

发菩提，共成佛道”，恰好与佛顶尊胜陀罗

尼经幢所具有的特殊功能相吻合，“若人能

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

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天帝，若有苾刍、

苾刍尼、优婆塞、优婆夷、族姓男、族姓

女，于幢等上或见或与相近，其影映身；或

风吹陀罗尼上幢等上尘落在身上，天帝，彼

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

阎罗王界、饿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

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25]。              

综上，白居易宅院的经幢刻文由《佛

顶尊胜陀罗尼经》、《大悲心陀罗尼经》和

题记三部分组成，其幢名应为“佛顶尊胜大

悲心陀罗尼经幢”。经幢的第一至第三面

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由经名、咒语组

成，咒语中有标注断句和注音的侧注文字。

其中第一面经名占一行，咒语占四行，第二

面、三面全部为咒语，均为五行。经幢的第

四至第六面刻《大悲心陀罗尼经》和题记。

《大悲心陀罗尼经》由经名、咒语组成，咒

语中仅有标注断句的侧注文字，没有注音。

经名应位于第四面，尽管文字无存，但自成

一行的位置仍可看出，咒语占五行，第五面

全部为咒语，占六行，第六面咒语占四行，

题记占三行。

从发掘报告所刊发资料来看，照片仅

部分刻文清晰，将拓本和释读的刻文相对

照，发现多处不一致，容易造成误解。其

一，两块经幢残石刻文各自释读，没有拼

接，不能形成整体。其二，由于经幢六面所

刻文字大小、数量不同，形成每面刻文的行

数不同，释读刻文行数标志不清楚。其三，

经幢刻文部分文字释读错误。错误主要有三

类：（1）侧注文字释读错误，“反”误释

为“及”。在梵音汉译时，采用借字、旁加

侧注，“侧注中有以反切、四声注音者，也

有‘二合’、‘长声’、‘漫音’、‘引’、‘重’

这样的字样，以帮助读者能更精确地掌握梵

音”[26]。（2）咒语断句的数字释读错误，

均在第三面，断句的“廿一”、“廿二”应该

为“卅一”、“卅二”。（3）将咒语断句的

数字误释读成咒语文字。第五面咒语第三行

“佛罗舍耶”后断句的数字“卌”误当成咒

语，字号变大。

咒语文字释读存在的错误，严重影响到

对咒语版本的判断。因此首先必须对发掘报

告所释读经幢文字进行校正，还原其本来面

貌。为还原经幢本来面貌，我们对经幢重新

捶拓新的拓本（图一），在发掘报告录文的

基础上，重新识读文字。在尽可能忠实原来

咒语书写体例的情况下，笔者对白居易宅院

出土的经幢文字进行了重新整理，作为研究

的基础。

二

经幢刻文由《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大悲心陀罗尼经》和题记三部分组成，每

部分的文字大小均不相同。《佛顶尊胜陀罗

尼经》经名的字形最大，侧注的字形最小。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语共15行文字，

《大悲心陀罗尼经》咒语共16行文字。题记

部分共3行文字，与《大悲心陀罗尼经》咒

语的第13～16行同处在经幢的第六面。

按照刻文内容不同，本文将整个经幢的

文字释读分成三个部分。以下按经幢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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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顺序，将经幢上残存的文字抄录如下，

为区别文字的大小，不同部分设定不同的字

号。

（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阿拉

伯数字序号代表分行，经名及咒语用五号楷

体，侧注文字用六号楷体）：                   

1. 佛□  顶尊胜陀 罗 尼 经□□□□
2.□谟薄伽跋□失瑟咤陟稼反下同耶

余何反二勃陁引

3.□平聲多缚父何反下同婆娑娑

4.□诜去声者苏揭多缚

5.□诃啰十一阿瑜散陀罗

6.□毗逝耶输提十五娑

7.□瑟咤引那 地瑟

8.□伐啰拏毗输提十九

9.□廿一末你末你廿二怛

10.□耶社耶廿五毗社

11.□跋折 跋折

12.□耶毗输提卅一萨

13.□地瑟耻帝卅二勃

14.□怛他揭多地

15.□

（二）《大悲心陀罗尼经》（阿拉伯数

字序号代表分行，咒语用五号楷体，侧注文

字用六号楷体）：

1.大 悲 心 陀 罗 尼 经□□□□□□□
2.□烁钵啰㖿三 菩提萨哆

3.□啰罚曵八数怛那怛写九南

4.□驮婆十一南无那啰谨墀十二

5.□萨婆菩多那摩婆迦十六摩罚

6.□ 廿 二□□摩诃菩提萨□萨埵廿三萨

7.□度卢度卢罚阇耶

8.□啰卅三摩摩罚摩啰卅四

9.□沙罚嘇卅九佛啰舍耶卌呼

10.□卌四苏 苏 卌五菩提夜菩

11.□尼那五十婆夜摩那五十一 娑婆

12.□艺五十六室皤啰㖿五十七娑婆诃

五十八那

13.□佉耶六十二娑婆诃六十三波摩阿

悉

14.□啰悉哆夜六十八娑婆诃六十九那

啰

15. 谨 墀 皤□□□伽啰㖿□诃七十三南无

曷啰怛那哆啰

图一  白居易宅院遗址出土唐代经幢拓本

第六面 第五面 第四面 第三面 第二面 第一面

第一面第六面

0 1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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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南无阿□ 诃□                 

（三）题记（阿拉伯数字序号代表分

行，题记文字均用五号楷体）：

1.唐大和九年□开国男白居易造

此佛顶尊胜大悲

2.心□陀罗尼□及见幢形闻幢名者

不问胎卵湿化水

3.陆幽明□悉愿同发菩提共成佛

道

三

“尊胜经幢兼刻他咒者，以刻《大悲

咒》─即《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

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为最多”，且“时代

愈晚，这种情形就更普遍”[27]，其原因在于

“盖闻怀罪集福，莫急于尊胜陀罗尼、大悲

心真言”[28]。白居易大和九年所造经幢恰好

证明这一点。

《尊胜咒》即《佛顶尊胜陀罗尼》咒

语，也称真言（mantra），是《佛顶尊胜陀

罗尼经》的重要内容。此部分内容的翻译，

是造成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版本不同

的关键，“此咒比多翻译，传诵者众，然于

声韵字体未能尽善，故更重勘梵本，一一详

定”[29]。

陀罗尼经在翻译过程中，不同译者断

句也不尽相同。以《大正新修大藏经》中的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为例，佛陀波利译

本断为三十四句；杜行 译本断为三十五

句；地婆诃罗译本《佛顶最胜陀罗尼经》为

四十八句，其译本《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

障咒》为三十六句；义净译本为五十三句。

在敦煌遗书所存佛陀波利译本的陀罗尼经

中，以三十四句者为最多，也有断为三十五

句的，如斯3368、5344；还有断为三十六句

的，如斯2728、583、2272等。另外，由于

不同译本的陀罗尼经需要人传授，不同经师

在传授过程中，或也作了更改。加上诵持、

传习者的不同，在流传的过程中，加字、掉

字及随意更改的现象很普遍，也是造成不同

版本的原因。

唐代八种译本的《佛顶尊胜陀罗尼

经》，各家所译“陀罗尼”咒语在文字、注

音和断句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一定的混乱。

“翻译文字有异，遂使学者多疑不决”[30]。

因此“盛唐始有‘定本’加以统一”[31]，温

玉成认为就是依据“罽宾沙门佛陀波利奉诏

译”的译本，由“东都福先寺西律院”所

勘定的“定本”[32]。关于“东都福先寺西律

院勘定本”，古代文献没有明确记载。近

年在龙门石窟所藏的“唐会昌四年（公元

844年）孙信奴为李婆造幢”的经幢上发现

“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的《佛顶尊

胜陀罗尼》。该经幢“柱高96厘米，面幅宽

10厘米，八面顶部线刻仰莲座佛像各一躯，

文字楷体……第4行次题：《佛顶尊胜陀罗

尼》（下小字注）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

本。第5行至第19行刻咒语，有注音，计分

36句”[33]。将龙门石窟所藏经幢的“东都福

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经咒部分和白居易宅

院出土经幢经咒文字进行对比，发现仅有

一处稍有不同，即白居易经幢第一面咒语

第二行“多缚父何反下同婆娑”之后没有侧注

“七”，而“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此

处有侧注“七”。其余包括文字、注音及断

句都完全相同，可以推定白居易经幢的陀罗

尼经咒就是“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

此勘定本计314字，分36句，可知白居易的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也是如此。

温玉成认为白居易宅院经幢所刻的陀罗

尼经是“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笔者

同意这个观点。但关于“东都福先寺西律院

勘定本”的归属，温玉成认为是佛陀波利译

本，王振国则认为是地婆诃罗的《最胜佛顶

陀罗尼净除业障咒》译本。

唐代刻经建幢，打本散施，以方便佛典

的流传。“由于寺院本来就是一个传布佛教

的场所，树立在寺院中的经幢也容易为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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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仰嘱目，而有传播此经的功能；特别是有些

置于寺院中经幢制作之目的原是为了让人拓

拓，广为流传者”[34]。东都福先寺为唐代东

都名寺，据《唐会要》卷四八记载，“（东

都）福先寺，游艺坊，武太后母杨氏宅，上

元二年（公元675年）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

（公元687年）二月改为魏国寺，天授二年

（公元691年）改为福先寺”[35]。武周时代，

福先寺已有藏经浮图的建立，武氏还为寺中

浮图撰写过碑文。中外高僧菩提流志、宝思

维、地婆诃罗、善无畏、义净、志辩、道丕

等皆在此寺译经或弘扬密教，阐发律学。

目前共发现四种不同名称的东都福先

寺幢本。（1）“东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

本”，见于《八琼室金石补正》所录唐懿

宗咸通七年（公元866年）河南县黄顺仪为

其女所造的尊胜陀罗尼经幢上，根据《中

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所收“黄顺仪尊胜幢

记”拓本，此经幢题“佛顶尊胜陀罗尼  东

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本”[36]。（2）“东

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勘定本”，见于原洛

阳存古阁所藏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残

幢，根据《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9册

第45页所收“大悲心陀罗尼经幢”拓本，此

经幢在尊胜陀罗尼咒后刻有“ 西律院玉石

幢勘定本”字样。（3）“东都福先寺玉石

幢勘定本”，见于在洛阳关林发现的“唐咸

通十二年（公元871年）王氏造幢”，在第

21行下半行小字注有“东都福先寺玉石幢勘

定本”[37]。（4）“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

本”，见于洛阳龙门石窟所藏“唐会昌四年

（公元844年）孙信奴为李婆造幢”，经咒

保存相对完整。

以孙信奴幢的经咒为底本，与其他福先

寺“勘定本”经幢的咒语比对，在断句、音译

用字、侧注等方面均相同。可以确定上列“东

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本”、“东都福先寺西

律院玉石幢勘定本”、“东都福先寺玉石幢勘

定本”实则为同一底本，都与“东都福先寺

西律院勘定本”的咒语完全相同。为行文方

便，现将诸版本名称统一为“东都福先寺西

律院勘定本”。

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的时代，史无

稽考。太原寺在唐天授二年（公元691年）

改名福先寺，那么“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

本”的时代应该在天授二年以后。而在唐元

和四年（公元809年）就已经有“东都福先

寺西律院玉石幢勘定”的经幢出现，可以推

定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形成的时间在公

元691～809年之间。此期间的大历十一年唐

代宗曾颁布诏令，命“天下僧尼令诵佛顶尊

胜陀罗尼，限一月日诵令精熟。仍仰每日诵

二十一遍。每年至正月一日，遣贺正使，具

所诵遍数进来”[38]。此诏令使得《佛顶尊胜

陀罗尼经》超越了宗派，成为佛教界最为

通行的经典，将此经全面性地推广至各地寺

院，加速尊胜经幢建造之风气。推测正是因

为《佛顶尊胜陀罗尼咒》在全国各地广为流

行，传抄中错讹以致混乱不堪。作为唐代东

都名寺的福先寺在此时推出玉石幢勘定本，

“打本散施”，加以纠正。东都福先寺西律

院勘定《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并非奉诏的国

家行为，而是寺院行为，故有“福先寺律仪

首冠天下”之美誉。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于唐高宗时期传

入中国，终唐之世，此经共有八个译本，而

以佛陀波利奉诏的译本“比诸众译，此最弘

布”[39]。佛陀波利译本的经咒，在《大正新

修大藏经》中有三个版本，其中甲本与其后

所附的宋本、明本“大异”，故不在讨论的

范围。宋本和明本均为34句，有侧注，宋本

306字，明本308字，显然此两种经咒没有根

本的差别，可能是同本。将福先寺的勘定本

与佛陀波利译本对比，区别仍很明显，后者

在断句、字数等方面与勘定本是不同的。

将福先寺勘定本与地婆诃罗的《最胜

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译本比对，吻合度

相当高。首先是均为36句的断句，其次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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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切和长声的侧注，再次地婆诃罗的译本为

310字，勘定本为314字，相差不大。地婆诃

罗为中印度人，宋《高僧传》卷二《地婆诃

罗传》说他“洞明八藏，博晓五明”，可见

其知识渊博，学通内外。他于唐高宗仪凤初

年（公元676年）来华。仪凤四年（公元679

年）上表，请求翻译带来之梵经，获朝廷许

可后，即组织译场。《开元释教录》卷九

载地婆诃罗“以天皇仪凤初至天后垂拱末，

于两京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译大乘显识经

等一十八部”。现存的福先寺勘定本可能就

是该寺存留的地婆诃罗译本。地婆诃罗的译

本先后有两种，仅《最胜佛顶尊胜陀罗尼净

除业障咒》为36句。尽管仍存在一些不同，

但可以断定，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是以

地婆诃罗的36句《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

咒》为底本。

四

《大悲咒》在唐代盛行一时，皆为音

译本。当时流传的译本非常多，有智通本、

伽梵达摩本、善无畏本、不空本、金刚智本

等，其中伽梵达摩本是最流行的译本。《大

悲心陀罗尼经》全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

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最早

的记载见于《开元释教录》：“沙门‘伽梵

达摩’，唐云‘尊法’，西印度人也，译《千

手千眼大悲心经》一卷。然经题云‘西天竺

伽梵达摩译’，不标年代，推其本末，似是

皇朝新译，但以传法之士随缘利见，出经流

布，更适余方，既不记年号，故莫知近远，

‘升’亲问梵僧，云有梵本，既非谬妄，故

载斯《录》”[40]。西天竺的伽梵达摩在于阗

翻译该经之后即回国了，因此该经是从于阗

地区通过传抄而进入内地的，直至收录进《开

元释教录》。这种非官方组织的译经，完全依

靠民间传抄流传的过程，是该经的最大特点。

《大正新修大藏经》是目前学术界颇

受重视的佛经集录，其中第20卷收录《大悲

咒》音译本十二种，各本文字，长短不一，

最长的译本如NO1061共有113句，最短的译

本如NO1056，仅有40句。NO1060为伽梵达

摩的译本，仅有汉语音译，共82句，正是我

国佛教徒千年来一直使用的《大悲咒》音译

本。我们现在常见的伽梵达摩84 句译本，

正是以《大正新修大藏经》的82句译本为依

据，将其中的第81句“唵悉殿都曼哆啰钵默

耶”拆分为“悉殿都”、“漫哆罗”、“跋

驮耶”三句。至此，后世《大悲咒》通行本

的基本内容才得以完整呈现，但这已经是很

晚的版本了。

将白居易经幢的《大悲咒》与《大正新

修大藏经》中伽梵达摩的译本加以对比，两

者明显不同。与前者相比，后者出现多次加

句的现象。（1）“娑婆诃”加句的出现。

两者第1～55句基本对应，从第56句开始，

后者分别在第56、63句出现了“娑婆诃”的

加句，导致断句不对应。（2）后者最后两

句“唵悉殿都曼哆啰钵默耶”、“娑婆诃”

是前者所没有的，属于加句。后者为82句，

与前者相比，共出现四处加句，所以前者为

78句本。

78句的《大悲咒》在敦煌写本中也有

保存。据笔者粗略统计，在敦煌藏经的写本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

陀罗尼经》中，78句的《大悲咒》且咒语部

分完整的有3件，分别为S0231号、S1405号

和S4512号[41]。将白居易经幢的《大悲咒》分

别与敦煌写本的S0231号、S1405号和S4512

号进行对比，吻合特征比较明显，断句均为

78句，每一断句均对应，进一步说明白居易

经幢所刻为78句的《大悲咒》无疑。敦煌各

写本也多属唐代，时间上大致与伽梵达摩译

经的公元730年前后相当。在人为抄写的情

况下，即使是短时期内的同一类型的写本

也会有很大变化；而对于一篇咒文长期、不

断地传抄、传递，并且还不是单一传承，而

是向着四面八方各自繁衍式的传承之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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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错综复杂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其中最

明显的就是各写本中 “无（無）”字的变

化。早期的各写本中全都使用“无”的写

法，像敦煌卷子S4512，其书体与一些文字

的写法都表现出较早的时代特征。后来出现

了“无”与“無”的混合书写，像敦煌卷子

S1405和S0231。再后来则全都是“無”的写

法，像《新修大正藏经》NO1060，并且此时

由78句增加到82句。所以，这种文字的变化

及字句增加的过程，也是存在变化规律的。

按时代前后，可将78句的《大悲咒》粗略分

为“无”字本、“无、無”并用本和“無”

字本三种。

在弄清略本《大悲咒》的基本情况之

后，我们再来看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所刻

《大悲咒》，该咒为78句，从目前来看应无

问题。在残存的刻文中，出现了“无”和

“無”并用的情形。其中第4、15行均采用

“無”字，而第16行采用“无”字。由此可

推断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上的《大悲咒》采

用的是78句“无、無”并用本。白居易宅院

经幢上用“無”字的地方，敦煌写本此位置

均采用“无”字，可见白居易宅院经幢的版

本晚期特征明显。

与敦煌写本中78句“无、無”并用本

比对，白居易宅院经幢上《大悲咒》的文

字运用，还表现出自身的一些特点。（1）

第四句中的“哆”，在敦煌写本中均为

“跢”字。（2）第十六句侧注“十六”前

的“迦”字，在敦煌写本中均为“伽”字。

（3）第二十三句“摩诃菩提萨□萨埵廿三”

中有加字现象，“萨埵”两字在敦煌写本

中没有，显然是抄写中笔误所致。（4）第

四十句“佛啰舍耶卌”中的“耶”字，在敦

煌写本中均为“㖿”字。（5）第五十一句

“婆夜摩那”中的“婆”字，在敦煌写本中

均为“波”字。可见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上

的《大悲咒》，相对于78句“无、無”并用

本，明显有改字、加字的情况。这种加字、

改字现象正是78句“無”字本的特征。所以

说白居易宅院经幢上的《大悲咒》属于78句

“无、無”并用本中最晚的版本，也具备78

句“無”字本的特征，处于由前者向后者过

渡的阶段。

五

本文以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上经文的文

字释读结果为研究基础，探讨经幢所刻经文

咒语的内容构成和版本。总体上，可归纳出

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刻写的是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大悲心陀罗尼

经》的咒语部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

经咒是“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是以

地婆诃罗所译36句《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

障咒》为底本。

第二，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所刻经咒第

二部分为78句的《大悲咒》，是伽梵达摩在

于阗翻译的较早版本，此种译本在敦煌写本

中有保存，但首次在经幢上发现，应引起国

内外学界的重视。

第三，白居易宅院出土的经幢，是有关

白居易居洛期间的重要实物资料，进一步证

实了白居易晚年在履道坊生活的宅院遗迹。

出土的经幢，是白居易为“同发菩提共成佛

道”而建造的，是研究晚年白居易的佛教信

仰及其生活、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诸多学者先贤探讨白居易的思想变化，

多限于文献的互相考证。而白居易宅院出土

经幢则是真正反映白居易佛教信仰的实证，

但对所刻经咒内容的释读研究甚少。本文对

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的经咒内容进行全面释

读，判定其版本，希望能够对白居易的政治

取向、佛教信仰、晚年生活等方面研究有所

帮助，并对了解佛教经典的流传与版本情况

有所裨益。

附记：白居易经幢的拓本由郭忠运制

作，本文写作承蒙龙门石窟研究院王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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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伟先生的指点帮助，赵超、段鹏琦二位先

生审阅了全稿，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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